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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所造成的中国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的最全面的研究。同时，此文也展现，集体土
地所有制在农业资本化的扩张过程中为农民提供了对抗资本的资源。对于土地私有化
的观点，此文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批判：没有土地私有化，农业现代化照样可以展开；
而土地一旦私有化，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将更为惨烈。   
  
终结的开始？   
——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分化   
      
张谦 John A. Donaldson（杜强）      
  
原载：《中国研究》 
  
摘要：中国的农业生产正在远离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劳动
力、土地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将规模生产重新引入到中国的农业生产中， 这种生产
规模超出了家庭所有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能力。因此，长期在中国存在的农民阶
层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步转型，农民阶层的分化正在开始。根据在云南和山东两个省的
实地调查，本研究发现并归纳出六种存在于当今中国农村的生产形式，这些生产形式
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耕作，它们的存在显示着农民阶层的分
化正在通过这些多种形式展开。本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在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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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十年里，洪先生和他的一家一直在斗南村的土地上辛勤耕作。豆南村位
于云南省，因为其优质的新鲜蔬菜而在中国非常知名。虽然自从 1980 年以来，洪先生和他的邻居一直都是在集体分给他们的一小块土地上耕作，近年来，斗南村的村民们
开始大规模种植蔬菜，并将蔬菜卖到富裕的沿海地区，且因此给斗南带来了新的繁
荣。洪先生通过耕种自家责任田和给邻居充当临时工而获得了一定的种植蔬菜的经
验。 他很快就掌握了充分的技术和资金，从而能够租耕其他家庭的土地。通过这种方
式，洪先生在最多的时候在昆明附近租耕了的 10 至 20 亩的土地，产量大大提高。在
拥有了这么多土地之后，洪先生自己的家庭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力来耕作。因此，
他不得不雇用非正式的临时工。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云南省内的贫困、边远县的移民
工人。现在，洪先生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
仅仅是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而是还使用着家庭之外的土地和劳力。洪先生和数百万
其他乡村居民一起，正在参与中国乡村最新的一项变革——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
阶层的分化过程。   
象洪先生这样，不再从事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的
农业生产者， 在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地增加。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和现代化给几乎所
有的经济领域都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领域也应该不会例外。但是自从三十年前
实行了包产到户制度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却基本保持不变。过去的几年来，中
国的农业阶层开始逐步松动，发生变化。然而，在农业生产的组织中发生的这些变化
的性质以及这些变化将给乡村社会带来怎样的转变还没有受到学者关注。像洪先生家
这样的农业生产的新类型显示，新型的生产方式正在中国农业中出现，延续了千百年
的中国传统农民也许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试图描绘出中
国正在兴起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变化：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如
何将超越家庭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局限的规模生产重新引入到中国农业中。我们认
为，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阶层首次开始分解。   
各种学说的理论家——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到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都预言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传统的农民会消亡（Edelman 2000）。但是，来自
第三世界的经验一再显示了农民阶层的生命力，尽管农民阶层的确承受着来自城市资
本、国家改造和全球化经济的压力（Bryceson, Kay, and Mooji 2000）。即使在这样的
语境之下，中国的农民阶层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特例：很少有其他地方的农民象中国
农民这样顽强地抗拒着转变。   
过去 50 年间发生在中国的激烈的政策变化只是导致了农民阶层的扩展（Bramall a
nd Jones 2000）。50年代初期的短暂的土地改革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了农民，将乡村经济变成了数量众多的规模很小的农民家庭生产。而这些家庭又都服从于一个权力不断
加强的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汲取（Shue 1980）。随后的集体化运动完全改变了土地
改革分田到家和以家庭为生产基础的做法，并将消除小农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
标（Kelliher 1994）。然而，集体化远远没有消除农民阶层，而是由国家在贫苦农民面
前取代并扮演了传统的地主角色，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这一政策带来了诸多不
理想的后果（Friedman 1990;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Zhou 1996）。第三
次的政策转变，是在 1978 年到 1984 年间完成的去集体化。人民公社解散了，土地的
使用权（但不是所有权）直接还给了农村家庭；中国乡村再次成为了小农经济的海
洋，而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也得到了强化(Bramall and Jones 2000）。1984 年后，尽管中
国乡村见证了工业化、大规模的民工潮和乡村治理的变革，但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还是
基本延续着 80 年代初期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路线。同时，农户继续使用家庭
劳动力去耕种小块的而且常常是分散的责任田。在移民、市场化和地方非农就业的增
长的推动之下，一些农业富余劳动力（即农民家庭的成员）转向了非农业的和农村以
外的就业，因而导致了一些学者称为的“农民阶层的衰退”（ Bramall and Jones 2000, 
p. 262）。然而，正如布拉莫（Bramall）和 琼斯（Jones）（2000）正确指出的，农业
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中国乡村的有限发展决定了“农民阶层的延续”（ p. 270）。
因此，尽管以上三次主要的政策调整对于农民阶层有着大不一样的政策目标，但却都
维护甚至是加强了农民这一阶层。   
如果这几次主要的政策调整都没有改变农民阶层，那么什么力量可能给中国乡村
带来长久的结构性变化？布拉莫和琼斯（2000）提出，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市场的进一
步发展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农民阶层的分化。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在这里提出，农村
市场的迅速和持续的发展已经启动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第四次变革：农业现代化。接下
来，我们首先回顾论述关于中国农村自 1980 年以来变革的文献。我们将“农民”定义
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将以此来更深入地探讨在改革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家庭为基
础的农业生产是如何延续着中国的农民阶层。然后，我们要阐释为什么我们认为随着
近来中国乡村的市场化发展，在现代农业开始出现的时候，长期以来未被改变的中国
农民最终开始分解。这之后，我们将介绍我们的研究设计、个案的选择和我们通过实
地调查总结出的新的农业生产者的类型。在接下来的实证部分，我们详述农业生产者
的六个新的类型以及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最后，我们会探讨经验研究的发现的理论
意义。         
难以改变的中国农民：没有“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的“去农业化”(de-ag
rarianization)   
自从 1978 年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
针对这些变革和趋势，英文文献中已有很多的研究。最初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例
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农民家庭，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权力来选
择耕作的庄稼种类和销售剩余产品（White 1998; Zweig 1997; Kelliher 1992）。激励机
制的提高，农业技术的创新，新建立的市场机构，以及大量的政府投资，都促使农业
产量显著提高（(Rozelle, Jikun, and Otsuka 2005）。   
然而，到 80 年代中期，在以农村为基础的改革的最初浪潮过去之后，中国的领导
人将关注的重心更多地转向了改革工业和发展城市。而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进一步
减少了与农业人口的传统联系，并寻求与非政治化了的农民保持一种更为疏远的关系
（Kelliher 1994）。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缩减了（Ash 1991），而财政
上的分散化所带来的更严格的财政控制和上级政府财政拨款的减少，更进一步加重了
基层政府的负担 (Wong 1991; Oi 1989）。结果是，乡村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位于沿
海地区的，开始依赖乡镇企业来促进经济工业化和拓展税收来源（Oi 1992; Wong 199
2）。而且，农业产量的提高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更加严重，而地方的非农业工
作却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移民因而加速（Fan 2005; Guang and Zheng 2005; 
Solinger 1999）。另外，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显著提高，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家
庭中是否有在当地的或者是移民的非农就业（(Walder 2002; Parish, Zhe, and Li 199
5）。更进一步，尽管经济整体发展迅速，与 80 年代初期的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相
比，在这个时期的有些时候，农村的贫困没有变化，或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Rav
allion and Chen 2007; Khan and Riskin 2001; World Bank 2001）。   
最后，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了乡村社会。在
这段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失去了活力，许多地方政府开始私有化乡镇企业（(Kung 1
999; Whiting 2001; Hongbin and Rozelle 2003）。同时，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模
式的其他消极影响也开始显现。许多乡村政府要么因为当初不审慎地向乡镇企业贷款
而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债务，要么因为地方乡镇企业的萎缩而面临着税收来源的缩减
（Ong 2006; Li 2006）。结果，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向农民征收额外的税费来转嫁自己
的经济负担、 缩小财政上的差额和支付不断增长的政府人员的工资（(Unger 2002; Ber